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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魏晋六朝时期荆襄 ①的许多地方官吏在荆襄地区的开发上做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主
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安定社会秩序 ,二是大力发展农业生产 ,三是扶植商业。良好的自然资源、地理
位置 ,加上地方官吏的主观努力 ,荆襄地区从“地埶饶食 ,无饥馑之患 ,以故啙窳偷生 ,无积聚而多贫 ”的
落后之区发展成了“外奉贡赋、内充府实 ”的江左大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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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带江汉 ,内阻山陵 ,有金城之固 ,沃野万里 ,士民殷富。若据而有之 ,此帝王之资也 ”② ,而襄阳“西
控蜀汉 ,东带吴楚 ,右视湖湘 ,左顾川陕 ,廻瞰宛洛 ,襟带汉水 ,屏蔽全吴 ,与江陵势同唇齿 ,跨对楚






颇费心力。东汉末期的荆州 ,“人情好扰 ,加四方骇震 ,寇贼相扇 ,处处麋沸 ”,刘表单马入宜城 ,采
纳蒯良、蒯越等名士的建议 ,诱杀宗贼 ,袭取其众 ,招抚张虎、陈生 ,平定江南。从建安元年到三年 ,
刘表又先后打败了骠骑将军张济的侵犯 ,平息了长沙太守张羡率零陵、桂阳三郡的叛乱 ,“于是开
土遂广 ,南接五岭 ,北据汉川 ,地方数千里 ,带甲十余万 ”④。对于其功绩 ,无名氏的《刘镇南碑 》有
言 :“南抚衡阳 ,东绥淄沂 ,西靖巫山 ,保 四疆 ⋯⋯江湖之中 ,无劫掠之寇 ;沅湘之间 ,无攘窃之
民。”⑤刘表的努力使得荆襄地区成为战乱中一方和平安宁的乐土。其后的荆襄官吏为此也做了诸
多的努力 ,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安置流民 ,二是招抚蛮夷 ,三是赈济灾民。
汉末以来北方社会动荡不安 ,为躲避战乱 ,人民大量南迁 ,刘汝霖先生言 : “中国人民到了东
汉 ,是沿着湘、赣两江 ,渐次南下。荆州的北部有江、汉两水的灌溉之利 ,又是自长安和洛阳分途南
下集合的地方 ,所以人口最多。”⑥从汉末至刘宋初 ,北方人民流入荆州大致有三次高潮 ,一在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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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初⑦ ,流民除来自于关中的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以外 ,尚有河内、河东、颍川、汝南以及荆州北部
的南阳等地的一部分人口。二是在西晋末年“八王之乱 ”后 ,史称“于时流人在荆州十余万户 ”⑧。
三是在东晋至南朝初年 ,“胡亡氐乱 ,雍秦流民多南出樊沔 ”⑨。流民背井离乡 ,无家可归 ,又失去了
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 ,基本或很少能够进行正常而稳定的生活。在残酷的生存危机下他们没有更





置颇有成效 ,仆射王俭 曰 :“旧楚萧条 ,仍岁多故 ,荒民散亡 ,寔须缉理。公临莅甫尔 ,英风惟穆 ,
江、汉来苏 ,八州慕义。自庾亮以来 ,荆楚无复如此美政。”λϖ 其次 ,招募流人入军队 ,史书未明言地
方官吏将流民募入军伍始于何时 ,但据史料来看 ,最早当始于西晋羊祜经营荆州时期 (269年 ———
278年 ) ,最迟也不会晚于刘弘 (303年 ———306年 )出任荆州刺史时期 λω ,他们在平定张昌、王如、杜
弢等领导的起义后当吸收了相当多的流人进入军队 ,王敦接管荆州 ,也接管了自羊祜、刘弘、陶侃以
来组织的荆州武装 ,其麾下有大量被迫投降或战败被俘的流民。其后在荆州襄阳的桓宣本就为流
民帅 ,庾翼、桓温、桓玄、杨佺期皆掌握有大量的流民武装 λξ 。进入南朝 ,以柳氏、韦氏、康氏等为首
的雍州集团皆以其背后的流民武装为后盾而活跃于南朝的政治舞台上 λψ。招募流人入伍可谓起到
了控制与利用的双重功效 ,一方面可以利用流民有效地补充兵力 ,另一方面 ,将流民帅以及流民中
的桀骜之士纳入部伍 ,可以缓和流民与地方官府的对抗情绪 ,从而达到舒缓社会危机的目的。第三
就是或资其耕种 ,或开展屯田。流民基本上都是无可奈何之下才脱离了土地生产资料的农民 ,对于
土地 ,他们永远有着无法割舍的眷念 ,流落他乡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的农耕生活依然是他们不
变的追求与向往 ,因而使之重新附着于土地之上不仅可以起到安定流民心理的作用 ,也可以部分解
决他们的生存危机。鉴于此 ,有的荆襄官吏就给其粮种 ,鼓励流民从事生产 ,如刘弘时流人“羁旅





梁时荆州刺史萧 广辟屯田 ,裴邃为竟陵太守 ,“开置屯田 ,公
私便之 ”λ| 。
除了流民外 ,蛮族也是当时荆襄地区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蛮族“种类繁多 ,言语不一 ,咸依
山谷 ,布荆、湘、雍、郢、司等五州界 ”λ} ,“北接淮、汝 ,南极江、汉 ,地方数千里 ”λ∼ ,原居深山险谷 ,晋
末刘石乱后渐渐出山。在荆襄境内活动的主要有二部 ,一部以荆州为活动中心 ,称为“荆州蛮 ”,另
一部以雍州 (即襄阳 )为中心 ,称为“雍州蛮 ”。荆雍蛮人口众多 ,分布于南朝统治的腹心 ———荆襄
地区 ,对于江左政权的稳定与经济的发展均有甚大影响 ,因之各政权都比较重视对于蛮族的统治。
南朝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在蛮左之地设置“左郡 ”“左县 ”,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采取不同于汉民
的统治方式 ,如对蛮族赋税的征收上 ,晋世政策是“远夷不课田者输义米 ,户三斛 ,远者五斗 ”µυ ,刘
宋的政策与此类似 ,“一户输谷数斛 ,其余无杂调 , ⋯⋯蛮无徭役 ”µϖ 。为了笼络安抚蛮族 ,还尽量拉
拢蛮族首领 ,封其爵 ,厚其赏 ,这些获封为侯、将军、刺史等爵位与职位的酋帅依附于南朝政权 ,推行
南朝政策与法令 ,成为南朝统治蛮族的实际代理人 ,而南朝政府亦达到了以蛮治蛮的目的 ,对于稳
定政治统治、增加赋税收入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为了专司蛮族事务 ,南朝还设立了校尉一
职 ,“荆州置南蛮 ,雍州置宁蛮 ”µω ,其地位高于一般州刺史而相当于刺史领兵者 ,即为地方最高行政
长官。这种职官的设置也充分体现了南朝政府对蛮族统治的重视。
荆襄地区的官吏在处理蛮族问题上也有诸多成就。首先在政策以怀柔安抚为主 ,比较突出的
例子是刘宋时期刘道产出临荆襄 ,“善于临民 ,在雍部政绩尤著 ,蛮夷前后叛戾不受化者 ,并皆顺
服 ,悉出缘沔为居 ,民户丰赡 ,由此有《襄阳乐歌 》,自道产始也。”µξ其它如朱修之、臧严、孙谦等在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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蛮事务上皆有成就 µψ。其次是迁移蛮族人口 ,一种方式是将蛮族引出平土定居 ,如上述刘道产时
“远蛮悉归怀 ,皆出缘沔为村落 ,户口殷盛 ”,这是较为和平与积极的方法 ,一方面使蛮族人口走出
深山重岭 ,与汉族人民共同生产与生活 ,大大加强了开发荆襄地区的力量 ,另一方面使得蛮族定居
为村落 ,使得南朝政府的编户人口有所增加 ,成为赋税收入的另一来源。另外一种方式是将蛮族人
口移往京师地带 ,如元嘉二十二年“雍州刺史武陵王骏讨缘沔蛮 ,移一万四千余口于京师 ”µ
ζ
,《宋书
·沈庆之传 》亦言其“前后所获蛮 ,并移京邑 ,以为营户 ”。再次是对蛮族武装反抗的平定。自刘宋
以来 ,蛮族结党连郡 ,屡为人患 ,其原因固由于南朝对蛮政策的失当 ,对蛮民实行残酷的压榨剥削 ,
蛮不堪命 ,但蛮族“盘结数州 ,摇乱邦邑 ”,“略财据土 ,岁月滋深 ”,“巴东、建平、宜都、天门四郡蛮为
寇 ,诸郡民户流散 ,百不存一 ⋯⋯荆州为之虚敝 ”,行路不通 ,商旅断绝 ,其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与正
常社会生产与生活的破坏甚大。于是荆襄地方官吏连连讨蛮 ,元嘉十八年 ,荆州刺史衡阳王义季遣
曹念孙讨蛮 ,获生口五百余人 ;二十四年 ,刘义宣遣王谌诸破当阳蛮 ,而后沈庆之、朱修之更多次伐
蛮 ,“自江汉以北 ,庐江以南 ,搜山荡谷 ,穷兵罄武 ,系颈囚俘 ,盖以数百万计 ”µ{ 。其后的齐、梁、陈政
权也多有征讨。诚然 ,无数次的征讨对蛮族人民来说是种深重的灾难 ,但是从地区开发的角度而
言 ,无论是强迫式的迁徙出山 ,还是被掠成俘 ,还是自愿归化 ,都使得蛮族人民与汉族广泛杂居 ,
《隋书 ·地理志 》言“南郡 ,夷陵、竟陵、沔阳、沅陵、清江、襄阳、舂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
江夏诸郡 ,多杂蛮左 ”,据鲁西奇估算 ,当时活动在汉域的雍州蛮就有 130多万 µ
|
,这些人极大的补
充了荆襄地区的劳动力 ,是开发荆襄不可忽视的一股生力军。同时 ,由于蛮族屡为寇盗 ,劫掠百姓 ,
致使行旅殆绝 ,因而对蛮族的平定就为维护安定的社会秩序 ,为社会生产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起到
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战乱外 ,灾害也是造成社会动荡的一个因素。魏晋六朝时期 ,荆襄地区时有灾害 ,尤以水
灾为多 ,仅据《宋书 ·五行志 》的初步统计 ,自晋至宋比较大的水灾就有十七次。其后果也是显而
易见的 ,不仅毁屋伤稼 ,而且造成大量人口的流失与死亡 ,如 咸宁二年八月 ,荆州郡国五大水 ,流四
千余家 ”,“太康四年七月 ,司、豫、徐、兖、荆、扬郡国二十大水 ,伤秋稼 ,坏屋室 ,有死者 ”,“元嘉十八
年五月 ,江水泛溢 ,没居民 ,害苗稼 ”。µ}灾害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饥荒 ,饿死者不计其数 ,幸而存者
亦在饥饿线上苦苦挣扎 ,深重的生存危机逼使着这些饥民铤而走险 ,打家劫舍 ,袭击商旅 ,昔为良
民 ,今为盗贼矣。更为严重者则形成暴动 ,这些饥民暴动“往往逐渐酝酿 ,愈演愈剧。当其初发也 ,




时 　间 灾 　害 赈济办法 出 　　处
晋武帝咸宁三年 荆州水灾 诏振给之 《晋书 》卷三《武帝纪 》
惠帝永平五年 大水 遣御史巡行振贷 《晋书 》卷四《惠帝纪 》
晋 连年水旱 振恤饥者 ,仓廪空竭 《晋书 》卷九十九《桓玄传 》
宋元嘉十八年五月 沔水泛溢 遣使巡行赈赡 《宋会要 ·民政 》
大明二年九月 襄阳大水 遣使巡行赈赡 《宋书 》卷六《文帝纪 》





明元年 雍州大水 遣使赈恤 ,蠲除税调 《宋书 》卷十《顺帝纪 》
宋元徽末 襄阳大水 太祖令赈贷之 《南齐书 》卷二十五《张敬儿传 》
齐永明七年 水旱 原四年以前逋租 《南齐书 》卷三《武帝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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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 灾 　害 赈济办法 出 　　处
齐永明八年 比岁不稔 八年以前逋租悉原 同上
梁天监六年 荆州大水 遭水死者给棺 ,失田者与粮种 《梁书 》卷二十二《萧 传 》
　　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的事例。从上表我们可以看出 ,朝廷与荆襄官吏的赈灾办法主要有几下四
种 :其一 ,巡行赈赡 ;其二 ,开仓放粮 ;其三 ,蠲缓赋税 ;其四 ,给其粮种。有时还有些另外的办法 ,如
移粟就民 ,《晋书 ·桓冲传 》载 :“诏以荆州水旱饥荒 ,又冲新移草创 ,岁运米三十万斛以供军资 ,须
年丰乃止 ”。平粜政策也偶有实行 ,如刘宋时期“东土灾荒 ,民凋谷踊 ,富民蓄米 ,日成其价 ”,当时
荆州西曹主簿沈亮议以为“宜班下所在 ,隐其虚实 ,令积蓄之家 ,听留一年储 ,余皆勒使粜货 ,为制
平价 ,此所谓常道行于百世 ,权宜用于一时也。⋯⋯即并施行 ”。ν
υ
荆襄地方官除了积极进行这些赈
灾活动外 ,逢遇灾年 ,其励行俭素也颇值称道 ,如殷仲堪“自在荆州 ,连年水旱 ,百姓饥馑 ,仲堪食常
五碗 ,盘无余肴 ,饭粘落席间 ,辄拾以啖之 ”νϖ 。





寇盗 ;贫富并兼 ,虽皋陶不能使强不陵弱。故有国有家者 ,何尝不务农重谷。”企望国富民强、增强
割据政权的实力 ,江左政权都比较重视农业生产 ,“诏二千石长吏以入谷多少为殿最 ”νω ,并多次减
免荆襄地区的赋役。在中央王朝的这种政策的导向之下 ,荆襄官吏也积极地贯彻与民休息的政策 ,
许多地方官吏皆为政简惠 ,省役爱民 ,如刘宋时期的刘粹、褚叔度、梁朝的萧琛、萧 、萧景等等 ν
ξ
。
同时积极劝课农桑 ,如刘弘“专督江汉 ,威行南服 ⋯⋯劝课农桑 ,宽刑省赋 ,岁用有年 ,百姓爱悦 ”νψ ,
桓宣“久在襄阳 ⋯⋯劝课农桑 ,简刑罚 ,略威仪 ,或载鉏耒于轺轩 ,或视芸荻于陇亩 ”νζ ,庾翼在襄阳
“修城池 ,立垒壁 ,勤耕农 ”ν{ 。宽刑省赋 ,减少力役 ,农民有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生存条件 ,生产的积
极性得到大大提高 ,农业便也得到了恢复与发展 ,开始呈现出兴旺发达的良好态势 ,史言刘宋“三








的资源的同时 ,也造成了许多灾害 ,如“襄郡水源莫大于汉 ,所经州县五皆地形高 ,不能引以溉田 ,
夏秋常潦涨且有冲溢之患 ”,谷城“地多溪涧 , ⋯⋯其古洋河由县东北西合粉水 ,时有汎溢 ,为民居
病 ”,南漳县“川流皆有源泉 ,夏秋潦涨固不免冲溢之患 ”ν} 。而江陵地区水灾亦多 ,据不完全统计 ,
西晋至东晋初年 ,江陵地区发生的特大洪涝灾害就有十一次 ν∼ ,南北朝时期的水灾为数亦不少。这
不仅危害到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而且使农业生产遭致重大破坏。因而 ,如何兴利除弊 ,治理江湖 ,
兴修水利便成为荆襄地方官吏的一项重任。
荆襄地区的水利兴修早在春秋时已经开始了 ,如宜城境内的长渠与木渠就是楚国时兴修的。
后汉王宠任南郡太守时 ,在宜城“凿蛮水与木里沟 ,溉田六千余顷 ,遂无饥 ”,使柤中成为天下膏腴。
三国胡烈为襄阳太守时“筑石堤 ”,民号之曰“胡父 ”。ου两晋南朝时期水利的兴修更多 ,杜预更是治
水能手 ,他上疏晋武帝曰 :“臣辄思惟今者水灾东南特剧 ,非但五谷不收 ,居积并损 ,下田所在渟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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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地皆多硗塉 ,百姓困穷方在来年 ”,为此他主张“今者宜大坏兖及荆河州东界诸陂 ,随其所归而宣
导之 ,令饥者尽得水产之饶 ,百姓不出境界之内朝暮野食 ,此目下日给之益也。水去之后填淤之田
亩 ,收数种 ,至春大种五谷 ,五谷必丰 ,此又明年之益也。”对于过去所修建的水利工程设施 ,他并非
盲目继承 ,而是加以合理利用及改造 ,“汉氏田陂旧堨及山谷私家水陂 ,皆当修缮以积水 ,其诸魏氏
以来所建立 ,及诸因雨决溢蒲苇马肠陂之类 ,皆决沥之 ”。同时他积极进行水利设施的建设 ,“ (太
康元年 )以旧水道唯沔汉 ,达江陵千数百里 ,北无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会 ,表里山川 ,实为险固 ,
荆蛮之所恃也。乃开杨口 ,起夏水达巴陵千余里 ,内泻长江之险 ,外通零桂之漕 ”οϖ ,开杨口将夏水、
杨水与汉水相连 ,使漕运更加方便。至东晋王敦为刺史时 ,“凿漕河通江汉南北埭 ”οω ,按《读史方舆
纪要 》言 :“漕河以 (江陵 )县北四里 ,志云 :晋元帝时所凿 ,自罗堰口入大漕河 ,又由里社穴达沔水
口 ,直通襄汉。”这项水利工程不仅对于排灌而且对于航运也是大有好处的。此后的南北朝的荆襄
官吏也比较重视对这条水系的修浚 ,如“宋元嘉中 ,通路自湖 ,下注杨水 ,以广运漕。”οξ除沟通水系
外 ,还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引江河水溉田 ,晋末朱龄石“开三明引江水 ,以灌稻田 ”οψ。二
是筑堤修堰 ,《水经注 ·江水 》云“江陵城地东南倾 ,故缘以金堤 ,自灵溪始 ,桓温令陈遵造 ”,这开创
了后世荆江大堤的先河。及张邵为雍州刺史 ,“至襄阳 ,筑长围 ,修立堤堰 ,开田数千顷 ,郡人赖之
富赡 ”ο
ζ
。刘秀之为襄阳令时 ,“襄阳有六门堰 ,良田数千顷 ,堰久决坏 ,公私废业。世祖遣秀之修
复 ,雍部由是大丰 ”。ο{三是修陂 ,《水经注 ·夏水 》云监利县“泽多陂池 ”,沈攸之为荆州刺史时“堰
湖开渎 ,田多收获 ”ο| 。这些水利工程的兴修 ,不仅大大促进了荆襄地区农业的发展 ,使荆襄地区







件 ,仅就襄阳而言 ,“其道路水则溯汉而上达陕西 ,沿江而下达于江西 ,由均光交界之小河通龙驹寨
抵陕西 ,襄阳之唐白河通河南 ,钟宜交界之蛮水通南漳 ,沮漳二水下通江陵 ,枣之白水通汉 ”,“陆则
北通河南之新野、唐县、邓州、内乡、浙川 ,东北通河南桐柏 ,正西与西北皆通郧阳 ,南通安陆 ,东南通






北内河航运的枢纽。从夏水达长江 ,南可顺江进入洞庭入湘江 ,经灵渠 ,直抵桂江 ;夏水向北又经内
湖达江陵城东 ,再由大漕河入汉水北达襄阳 ,再上溯可达长江上游之益州。就南北陆路而言 ,江陵
往北可通襄、邓、洛阳 ,往南可抵长沙、粤、桂。水陆交会 ,四通八达 ,无所不至 ,江陵与襄阳南北、东
西交通的枢纽位置使之成为了物资交流与转运的天然中心 ,发展商品贸易也就有了极便利的条件。
然仅有客观条件是不够的 ,还需要人们的主观努力。此时期地方官吏在发展商业贸易上主要
有三方面的措施 :首先 ,是减免市税与杂税。晋至南朝历代都颁布了减免市税的诏令 ,如宋武帝、宋
文帝、梁武帝都曾先后颁布诏令 πϖ ,而在地方荆襄官吏亦有相应措施 ,如甘卓镇襄阳“估税悉除 ,市
无二价 ”πω ,萧嶷为荆州刺史 ,“以市税重滥 ,更定樢格 ,以税还民。禁诸市调及苗籍 ”πξ等等。其次是
开放山湖川泽 ,与民共利。魏晋以来 ,豪强大族往往占据山川湖泽 ,“小民薪采渔钓皆责税直 ”,再
加赋役烦刻 ,多所掠夺 ,民不堪命 ,为害甚大。刘弘出镇荆襄时“旧制 ,岘方二山泽中不听百姓捕
鱼 ”,于是弘下教曰 :“礼 ,名山大泽不封 ,与共其利 , ⋯⋯速改此法。”π
ψ
甘卓到任时“州境所有鱼池 ,
先恒责其税 ,卓不收其利 ,皆给贫民 ”。πζ其三 ,亲自组织参加商业活动。魏晋以来官吏经商颇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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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晋书 ·江统传 》言 :“秦汉以来 ,风俗转薄 ,公侯之尊 ,莫不殖园圃之田 ,而收市井之利 ,渐冉相
仿 ,莫以为耻 ”。在这种风气之下 ,荆襄地方官吏不仅鼓励经商 ,而且组织参加商业活动。如《晋书
·陶侃传 》言其“立夷市于郡东 ,大收其利 ”,吴喜在荆州“遣部下将吏 ,兼因土地富人 ,往襄阳或蜀、
汉 ,属托郡县 ,侵官害民 ,兴生求利 ,千端万绪。从西还 ,大艑小艒 ,爰及草舫 ,钱米布绢 ,无船不满。
自喜以下 ,迨至小将 ,人人重载 ,莫不兼资 ”π
{
。曹景宗“于城南起宅 ,长堤以东 ,夏口以北 ,开街列
门 ,东西数里 ”π| ,张敬儿“于襄阳城西起宅 ,聚财货 ”π} 。尽管这些官吏在商业活动中存在剥削行
为 ,其目的在于“与民争利 ”,但从商业本身来看 ,官吏组织和从事经商 ,大大活跃了商品市场 ,促进
了商业的繁荣。
凭借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与丰富的物资条件 ,再加上中央与地方官吏的共同经营 ,荆襄地区的
商业十分兴盛 ,《南齐书 ·张敬儿传 》言“荆州物产 ,雍、岷、交、梁之会 ,良马劲卒 ,彼中不无 , ⋯⋯商
贩所聚 ”,荆州成为了南北物资交流的重镇 ,“荆城跨南楚之富 ,扬部有全吴之沃。渔盐杞梓之利 ,
充仞八方 ,丝绵布帛之饶 ,覆衣天下。”π∼江陵与襄阳是当时最繁华的城市 ,人口众多 ,商贸繁盛 ,以
至江陵徐母仅靠卖豆豉就能积累“资产巨万 ”θυ 。商业的繁荣在乐府民歌中亦多有反映 ,“西曲 ”流
行于长江中游和汉水两岸的城市 ,以江陵为中心 ,其内容多反映旅人思妇的缠绵别情 ,船户、贾客往
往是西曲歌中的主角 ,“朝发襄阳城 ,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 ,花艳惊郎目 ”,“人言襄阳乐 ,乐作
非侬处。乘星冒风流 ,还依扬州去 ”θϖ ,夜色中歌女的吟唱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当时夜间生活的繁华。




一 ,魏晋六朝时期南北长期分裂对峙 ,南北政权之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对比 ,政权的相
争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支持 ,因而自三国以来统治阶级都比较重视各地经济的发展。其二 ,自晋室
南迁 ,江左政权内部侨姓门阀世族、南方土著世族、地方豪强等各派势力之间存在错综复杂的矛盾 ,
各家族为了扩大势力 ,一方面位居中央高官 ,另一方面委派子弟出镇地方 ,其在中央影响力的大小
往往取决于其背后所依赖的地方实力。荆州刺史 ,事同分陕 ,荆州乱则江左政权轻则动荡 ,重则换
代 ,荆州失则江左政权亦岌岌可危 ,其“方伯之任 ,莫重荆、徐 ,荆州为国西门 ,刺史常七八州 ,事力
雄强 ,分天下半 ”θω ,这种地位决定了荆州必然成为各派政治势力争夺的焦点。东晋朝在中央轮流
执政的琅琊王氏、高平郗氏、颍川虞氏、谯国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侨姓大族先后掌控荆襄军




三 ,从中央来看 ,荆州为国西藩 ,对于捍卫江左政权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刘宋建朝 ,鉴于大族以荆襄
为根据地控制上游强兵而对抗建康中央王朝的教训 ,规定以宗室子弟出任荆州刺史 ,其刺史凡十七
任 ,宗室居十三。齐梁沿袭刘宋 ,多以皇子及宗室居荆襄 ,齐十四任荆州刺史中宗室得十三 θψ ,萧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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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
①作为行政区划的荆襄地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时有变化。汉置十三州 ,荆州统南郡、南阳、零陵、桂阳、武陵、长沙
七郡 ,其辖境相当于长江中游地区。建安十三年 ,曹操得荆州 ,分南郡以北立襄阳郡 ,分南阳西界立南乡郡 ,分枝
江以西立临江郡 ,赤壁战后 ,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蜀 ,江夏、桂阳、长江三郡属吴 ,南阳、襄阳、南乡三郡属魏 ,刘
备死后 ,其地尽归吴所有 ,而荆州之名 ,南北双立。东晋南朝时 ,从荆州分置郢、湘、雍、司等州及江、梁州部分地




③《古今图书集成 ·职方典 ·襄阳府部 》引《玉海 》。
④《后汉书 》卷七十四《刘表传 》。
⑤《全三国文 》卷五十六。
⑥刘汝霖《汉晋学术编年 》卷五 ,中华书局 , 1987年版。
⑦《晋书 》卷二十六《食货志 》载“建安初 ,关中百姓流入荆州者十余万家 ”,“自顷户口日增 ”。
⑧《晋书 》卷六十六《刘弘传 》。
⑨《宋书 》卷三十七《州郡志 》。
⑩如《晋书 》卷七十三《庾翼传 》载翼“绥来荒远 ,务尽招纳之宜 ,立客馆 ,置典宾参军。”《梁书 》卷十八《康绚传 》载
其“推诚抚循 ,荒余悦服 ”。
λϖ《南齐书 》卷二十二《豫章文献王传 》。
λω羊祜出镇荆州时期荆州已经有不少流民的存在 ,为了伐吴大计 ,羊祜苦心经营 ,“缮甲训卒 ,广为戎备 ”,他为平吴
所规划的四路大军 ,有两路将决战于荆州 ,为了增加军事实力 ,扩大兵源 ,他应当采取了招募流人入伍的措施 ,惜
史书并未明确记载 ,这只是笔者的猜测。刘弘镇荆州时 ,平定张昌起义 ,昌部众悉降 ,这部分降众大部分当成为
荆州兵士 ,同时“擢其贤才 ,随资叙用 ”,招纳抚绥 ,甚得流人之心 ,其子刘璠继任 ,“江汉翕然归心 ”,后离开荆州
时曾得侯脱、路难等流民帅“卫送 ”,此可见刘弘父子与流民武装之间有很深的关系 ,其部伍中当亦不乏流民兵
士。此时在刘弘麾下的陶侃在平定张昌、杜弢起义时亦曾收降了不少流民入部伍之中。此后陶侃平苏峻之乱 ,
“流民万计布在江州 ”,流民帅郭默矫诏杀江州刺史刘胤而自领刺史 ,陶侃讨伐之 ,默降被斩 ,其武装力量亦当为
侃所控制。其子陶称为江夏相时“以本所领二千人自随 ”,这些部曲很大程度上当来自于其父所招募的流民。见
《晋书 》卷三十四羊祜传 ,卷六十六刘弘传、陶侃传及附其子传。
λξ《晋书 》卷八十一《桓宣传 》载侃以宣所领淮南部曲于襄阳西北立义成郡 ,并“招怀初附 ”、“募精勇 ”。卷九十九











µψ朱修之“唯以抚纳群蛮为务 ”,臧严“历监义阳、武宁郡 ,累任皆蛮左 ,前郡守常选武人 ,以兵镇之 ;严独以数门生单
车入境 ,群蛮悦服 ,遂绝寇盗 ”,孙谦“至郡布恩惠之化 ,蛮獠怀之 ,竞饷金宝 ,谦慰喻而遣 ,一无所纳 ”,致使“郡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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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µ|鲁西奇《历史时期汉江流域农业经济区的形成与演变 》,载《中国农史 》1999年第 1期。
µ}《宋书 》卷三十三《五行志四 》。




νξ刘粹“在任简役爱民 ”,褚叔度“在任每以清简称 ”,萧琛“简府州贫老单丁吏 ,一日散遣五百余人 ”,萧 “简省力





ν} (光绪 )《襄阳府志 》卷九《建置志四 ·水利 》。
ν∼《通志略 ·灾祥 》。









ο∼ (光绪 )《襄阳府志 》卷一《府属全图说 》。
πυ《三国志 》卷三十五《诸葛亮传 》。
πϖ宋武帝“以市税繁苦 ,优量减降 ”,文帝时“州郡估税 ,所在市调 ,多有烦刻 ”,令曰“自今咸依法令 ,务尽优允 ”,大
明八年又诏曰 :“凡曲令密文 ,繁而伤治 ,关市僦税 ,事施一时。而奸吏舞文 ,妄兴威福 ,加以气纬舛玄 ,偏颇滋甚。













θξ万斯同《东晋方镇年表 》,载《二十五史补编 》第三册 ,中华书局 1955年版。
θψ周一良《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 》,载《魏晋南北朝史论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
θζ万斯同《宋方镇年表 》、《齐方镇年表 》。
θ{《史记 》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 》。
θ|《宋书 》卷五十四《传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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